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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瑗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ꎬ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胡瑗经学思想ꎬ并结合宋代

儒学的形成时期———宋仁宗庆历年间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ꎬ叙述这一阶段使宋学学风

发生重大转变的三股思潮:疑古、义理与变革ꎬ并浅析这三股思潮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

内在逻辑及其对以后儒学发展的影响ꎮ
〔关键词〕宋学ꎻ疑古ꎻ义理之学ꎻ变革

一、宋初儒学面临的挑战

学术界一般所谓“宋学”ꎬ乃是对宋代儒学的简称ꎮ 著名学者漆侠先生在他

的遗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中ꎬ非常敏锐地指出过去宋学研究存在着两个

偏向ꎬ其中之一是“用理学代替宋学”ꎮ〔１〕这一问题在学术界确实早已存在ꎬ最早

可以溯源至黄宗羲ꎬ他大力批驳后世冠以程朱陆王之学“道学”之名ꎬ认为«宋
史»“儒林”、“道学”分为二传是客观上强行对儒家学术“大一统”的割裂ꎬ其害

不浅ꎮ 其子黄百家继承父说ꎬ在«宋元学案»中写下这样一条按语:“十七史以来

止有儒林ꎬ至«宋史»别立道学一门在儒林之前ꎬ以处周程张邵朱及程朱门人ꎬ以
示隆也ꎬ于是世之谈学者动云周程张朱ꎬ而诸儒在所渺矣ꎮ” 〔２〕 深刻地揭露出所

谓“道学”或者“理学”在宋学学术史研究中喧宾夺主的客观事实早已有之ꎮ 对

于“儒学”与“道学”的名分之争ꎬ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提出过类似于黄

氏的看法ꎮ 但长久以来理学在宋明学术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一直巍如泰山ꎬ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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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偏颇始终未能完全消除ꎮ
可以说ꎬ自黄宗羲提出这个问题以来ꎬ其客观存在久已引起宋学研究者们的

关注ꎬ自近代以来ꎬ在梁启超、何炳松等学术大师的引领下ꎬ不少学者以史学研究

方法对王安石、浙东事功学派进行了新的诠释ꎮ 而荆公新学研究和浙东学派研

究的兴盛ꎬ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解读宋学的途径ꎬ也启迪着我们摆脱固有偏见ꎬ全
面看待有宋一代各儒学学派彼此之间的异同、竞争与消长关系ꎬ从整体上把宋儒

的学问作为儒家经学学术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ꎬ抓住宋学作为对汉学的一

种反动———这一特点来阐述宋儒的学术成就ꎮ
何为宋学? 邓广铭先生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ꎬ是汉

学引起的一种反动ꎮ” 〔３〕漆侠先生进一步认为:“宋学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

的章句之学的ꎮ” 〔４〕

这里汉学与宋学作比较是从治学的方法论而言的ꎬ汉儒治学ꎬ不得不面对经

历了焚书坑儒以及由秦入汉以来语言文字迅速演变所造成的经典严重流失散佚

这一严峻现实ꎬ实事求是而论ꎬ汉代经师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ꎬ在训诂注经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ꎬ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考据学方法ꎬ这是值得肯定

的ꎮ 但是ꎬ汉代章句之学存在着三大弊病:１. 家法森严ꎬ众多皓首穷经的儒生们

在表面上强调师徒传承的掩盖下ꎬ拘泥于门户之见而自以为是ꎬ这种墨守陈规、
固步自封的学风对经学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ꎮ ２. 繁琐附会ꎬ以穷篇累牍之

文注一二字之经ꎬ这也是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一种愈演愈烈的不良风气ꎬ以至于

许多儒士空有经师之名而不解儒经大义ꎮ ３. 谶纬迷信ꎬ自从董仲舒宣扬“天人

感应”ꎬ后儒变本加厉ꎬ阴阳五行与谶纬学说大兴ꎬ使儒家学术几乎无异于巫术

神学ꎮ 显然ꎬ有着这三大重症的汉代经学逐步失去了儒经的本意ꎬ流弊甚深ꎮ
对于汉学的弊端ꎬ在汉末早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所体会ꎬ并在自己的求

学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ꎬ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举诸葛亮游

学时“独观其大略”的典故对此做了极其精当的说明ꎮ〔５〕 然而这种突破仅仅是个

体意义上的ꎬ它没有形成一种被普遍认可的风气ꎮ
于是自汉至唐末宋初ꎬ儒学逐渐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ꎮ 就儒家内部而

言ꎬ自隋朝科举制实行以来ꎬ经学领域里沿袭汉代拘泥章句的琐碎学风并未见好

转ꎬ贞观年间ꎬ唐太宗召命孔颖达、颜师古等人作«五经正义»ꎬ唐代以其书为科

举考试标准ꎬ孔氏等人的“义疏派”在注经上并无太大的创新ꎬ大部分因袭汉学ꎬ
对章句、谶纬、天人感应等弊说也没有做多少修正ꎬ这种日渐僵化的解经思想直

接影响到唐代知识分子对儒学的认同感ꎮ 就儒家之外而言ꎬ自魏晋以降ꎬ老庄玄

学盛行ꎬ士人崇尚清谈ꎬ然后佛家也加入了这一潮流ꎬ晋朝高僧如支道林等皆是

清谈场中高手ꎬ他们借着老庄玄学的话题发挥佛教经义ꎬ佛道崇虚ꎬ两教虽旨趣

大异ꎬ但这时却统一于玄学与清谈的旗帜下ꎬ一起在士族知识分子中争取市场ꎬ
自然而然地排挤了儒学ꎮ 儒家学问历来偏重于道德伦理、政治哲学ꎬ而在形而上

的层面上ꎬ论及“天命与性”则较贫乏ꎬ比起佛道二家ꎬ尤其是佛家精致完备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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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来自然是相形见绌ꎮ 再加上唐朝历代君主对佛道两教大致上都是扶持有

加ꎬ更是加重了这两家学说对儒学的外部压力ꎬ这就是所谓外患ꎮ 面对这样的困

境ꎬ韩愈李翱等人以复兴儒学自任ꎬ对内提倡“道统”、“复性”ꎬ对外大力排佛ꎬ为
儒学复兴奠定了基础ꎬ为宋人应对儒学内忧外患所采取的手段埋下了伏笔ꎮ

那么宋儒是如何继承韩愈等人的思路ꎬ来应对儒家内忧外患的呢? 个人认

为首先是对自汉以来注经方法的怀疑和否定ꎬ进一步而言ꎬ跳出了今文经学和古

文经学的门户ꎬ不再拘泥于辞章训诂之学ꎬ而是用一种理性的方式ꎬ转变为“我
注六经”的义理之学ꎮ 这种义理之学ꎬ结合儒家经世济用的一贯精神ꎬ以及宋代

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ꎬ就产生了宋代知识分子对于变革的空前热衷ꎮ 钱穆先生

曾把宋儒治学的精髓概括为:“宋学精神ꎬ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ꎬ二曰创通经

义ꎬ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ꎮ 革新政令ꎬ其事至荆公而止ꎻ创通经义ꎬ其业至晦庵

而遂ꎮ” 〔６〕他所论述的这两种宋学精神ꎬ初步形成于胡瑗等“宋初三先生”所活跃

的庆历年间ꎬ宋学精神的初步成型ꎬ可以说是宋代学术在学风上对汉以来学术的

突破ꎮ

二、胡瑗学术概要

胡瑗(公元 ９９３ － １０５３ 年)ꎬ字翼之ꎬ泰州海陵人ꎬ祖籍陕西安定堡ꎬ人称安

定先生ꎬ北宋著名教育家ꎬ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ꎮ 早年苦读于泰山ꎬ
«宋元学案»记载“攻苦食淡ꎬ终夜不寝ꎬ一坐十年不归ꎬ得家书ꎬ见上有平安二

字ꎬ即投之涧中ꎬ不复展”ꎮ〔７〕胡瑗熟谙经史、精通音律ꎬ于湖州教学数十年ꎬ
以身作则ꎬ严师徒之礼ꎬ立“经义”、“治事”二斋ꎬ形成了以“明体达用”著称的湖

学ꎬ庆历年间仁宗采纳范仲淹“精贡举、兴学校”的建议ꎬ召令取法湖学ꎬ“著为令

于太学”ꎮ 明代程敏政评价:“自秦汉以来ꎬ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ꎮ”胡瑗不仅长

于教育ꎬ在经学上也是成就斐然ꎬ«四库全书»存其门人所辑录«周易口义»十二

卷、«洪范口义»二卷ꎮ 他的学术思想ꎬ主要见之于这两部著作ꎮ 后人全祖望评

价:“宋世学术之盛ꎬ安定、泰山为之先河ꎮ 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ꎮ” 〔８〕

胡瑗是宋代义理之学的先锋ꎬ他的经学思想通过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ꎬ对庆

历年间宋学形成时期学风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可谓开一代之先河ꎮ
其弟子刘彝评价他的主要思想时说:“臣闻圣人之道ꎬ有体有用有文ꎮ 君臣父

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ꎬ其体也ꎻ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ꎬ其文也ꎻ举
而措之天下ꎬ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ꎬ其用也ꎮ” 〔９〕 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对

此阐发为:“体是指价值原则ꎬ文是指经典体系ꎬ用指将体、文措之于社会时间以

发生效用ꎮ” 〔１０〕胡瑗的体用之学对二程的道学影响深远ꎮ 他所一手创办的湖学

即以“明体达用”而著称一时ꎬ后来又通过太学取法苏湖教法而更加得以推广ꎬ
他立“经义”、“治事”二斋对学生进行体、用两方面的教育ꎬ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教

育理念ꎬ更是对他哲学思想的注解ꎮ 表面上ꎬ“体、用”二者分离ꎬ但从更深的层

面上来说ꎬ“明体”是内圣之道ꎬ“达用”是外王之道ꎬ在儒家ꎬ内圣和外王不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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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ꎬ而是统一于同一个目的ꎬ即经世致用ꎮ
对于胡瑗注重义理之学的学术倾向ꎬ蔡襄评价其:“为文章皆傅经义ꎬ必以

理胜ꎮ” 〔１１〕«四库全书洪范口义提要»也认为:“瑗生于北宋盛时ꎬ学问最为笃

实ꎬ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ꎬ不务新奇驳正注疏ꎬ自抒心得ꎬ以经注经ꎬ
特为精确ꎮ” 〔１２〕他对«周易»的解读尤为后人所重ꎬ他的易学重义理而“不论互

体”、“于象数扫除尽略”ꎮ 在解«易»的体例和学风上ꎬ胡瑗«周易口义»继承和

发扬了王弼的«周易注»ꎬ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对王注多以老庄之理解«易»进行了

摒弃ꎬ用儒家理论为尺度ꎬ以内圣外王为主旨ꎬ在儒家解«易»中属于义理学派的

开山之作ꎬ我们可以从程颐的«易说»中看到他与胡氏解易衣钵相承的关系ꎮ
下面就«周易口义»略述胡瑗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
１. 怀疑并突破前人的注经方式

北宋掀起的疑古疑注之风ꎬ以欧阳修为代表ꎬ欧氏与胡瑗同代而略晚ꎬ他对

«易传»进行了十分大胆的怀疑ꎬ但这种怀疑并不完全合理ꎬ早有学者指出宋儒

对前人经注有“疑古过勇”之嫌〔１３〕ꎮ 胡瑗在对前人经注的怀疑上态度相对保守ꎬ
但不可否认ꎬ他也参与在这股疑古思潮中ꎬ对于汉朝以来儒士解经溺于辞章注疏

之学导致不解圣人大旨的学风加以批判ꎮ 并通过他作为经学家和教育家的双重

实践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ꎬ«周易口义»虽然继承前人的成分

较多ꎬ但也长于另立新说ꎬ颇能突破前人藩篱ꎮ
ａ. 关于“周易”之“易”的解释ꎬ«周易口义发题»记载:

“然谓‘易’者ꎬ按«乾凿度»云:‘易一名而舍三义ꎬ简易也ꎬ不易也ꎬ变

易也ꎮ’故颖达作疏洎崔觐、刘正简皆取其说ꎮ 然谓不易、简易者ꎬ于圣人之

经谬妄殆甚ꎬ况圣人作易为万世之大法ꎬ岂复有二三之义乎? 按扬子

曰:‘阴不及则阳不生ꎬ乱不极则德不形ꎮ’又«系辞»曰:‘易穷则变ꎬ变则通ꎬ
通则久ꎮ’又云:‘生生之谓易ꎮ’是大易之作ꎬ专取变易之义ꎬ盖变易之道ꎬ天
人之理也ꎮ” 〔１４〕

«易纬乾凿度»这种所谓“一名三义”的解释ꎬ乃是汉代经学家沉溺于章句家

法ꎬ妄加牵强附会的烦琐学风的典型体现ꎬ胡瑗在此以卓有见地的眼光对其进行

深刻的批判ꎬ对后世影响极大ꎮ 曾受教胡瑗于太学的程颐在«易传序»中继承此

说并进一步阐发:“易ꎬ变易也ꎬ随时变易以从道也ꎮ” 〔１５〕 此后宋代学者大多都只

取变易一理ꎬ自觉地对“一名三义”说加以排斥ꎮ
ｂ. 关于“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ꎬ王弼与孔颖达都根据«文言»所述ꎬ对

“勿用”解释为“不用于世ꎬ穷处于下ꎮ”但胡瑗对此不以为然:
“勿用者ꎬ圣人戒后世勿用此潜龙为德也夫有圣人之资ꎬ则无所不

通ꎬ无所不明矣ꎬ固当出见于世ꎬ辅其君ꎬ泽其民ꎬ利其物ꎬ以成天下之物可也

孔颖达作疏ꎬ以谓‘勿用’者ꎬ于此时小人道盛ꎬ若其施用则为小人所

害ꎬ此大非圣人之旨ꎮ” 〔１６〕

在这里ꎬ胡瑗并没有迷信«文言»对“勿用”所作的解释ꎬ非常明显ꎬ他是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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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作为解释尺度的ꎬ他的义理之学在这里就

明显地表现出“我注六经”的理性精神ꎬ以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作为依据ꎬ对
于传统儒家经典中不合乎自己所认同的积极入世精神的文本ꎬ表示了间接的怀

疑和否定ꎮ
ｃ. 关于«易经»为何分上下两篇ꎬ孔颖达«五经正义»因袭«易纬乾凿度»之

说ꎬ以为«易»上篇三十卦法阳ꎬ下篇三十四卦法阴ꎮ 又ꎬ乾、坤为阴阳之始ꎬ万物

之本ꎬ故为上篇之首ꎻ坎、离为日月ꎬ所以终始万物ꎬ所以为上篇之末ꎮ 咸、恒是夫

妻之道ꎬ所以为下篇之始ꎻ既济、未济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ꎬ故为下篇之终ꎮ 这种

说法在逻辑上并不严密ꎬ有相当大的牵强成分ꎮ 所以胡瑗对此不以为然ꎬ认为:
“先儒亦常谓:不分之即无损其义ꎬ分之亦无害于其实ꎬ但以简帙重大

而分之也ꎮ” 〔１７〕

此外ꎬ对于«易传»中«系辞»分上下篇他也有类似的不同意前人的观点:
“按上«系»、下«系»之说ꎬ先儒议者多矣ꎮ 何氏则曰:上篇明无ꎬ故曰

‘易有太极’ꎬ下篇明几ꎬ故曰‘知几其神’ꎮ 或曰:上篇论«易»之大理ꎬ下篇

论«易»之小理ꎮ 皆失之ꎮ 盖以简编重大ꎬ故分上«系»、下«系»也ꎮ”(同上)
胡瑗的这种说法虽然并没有确切的考证ꎬ但上述两个问题并非有关于大旨ꎬ

所以他这种朴实明了的解释较前人烦琐而附会的说法显然更加简明扼要一些ꎮ
这也是他所提倡的义理之学对于汉朝以来章句之学的突破ꎮ

２. 以儒家义理为本的注经模式

胡瑗以义理为本的注经模式代表了庆历年间宋儒中间兴起的一股新风尚ꎬ
体现了庆历年间宋儒诠释儒经的大势所趋ꎮ 这种义理究其根源ꎬ正是儒家倡导

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ꎬ胡瑗以这种君臣大义为解经依据ꎬ体现

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实现“三代之治”和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热衷ꎮ 在胡瑗讲授

«周易»时ꎬ经常使用“引史证易”的方法来诠释义理ꎬ这是由于他的«易»义理之

学不仅继承王弼明天道而注重人事的传统ꎬ更视«周易»为管理政治、经世济民

之书ꎬ故常以历史人物、历朝政事的功过得失来解说卦辞与爻辞ꎮ
试以胡瑗在“节”卦中所论述的儒家伦理:尊卑贵贱与中庸节制来加以说明ꎮ

胡氏在«周易口义»中论述“节卦”时ꎬ对于儒家伦理纲常的阐述可谓不遗余力:
“然谓之节者ꎬ使父子有礼ꎬ上下有等ꎬ男女有别ꎬ尊卑有序ꎬ长幼有伦ꎬ夫

妇有制ꎬ内外有分ꎬ皆有所节贤不肖各有所处ꎬ士农工商各守其业ꎬ富贵贫

贱各当其分ꎮ 如此之类ꎬ举而言之ꎬ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ꎬ皆有所节ꎮ” 〔１８〕

又提出行中庸之道是实现“各有所节”的途径:
“所为节制ꎬ得其中ꎬ又得其正ꎮ 得其中则无过与不及之事ꎬ得其正则

不入于私邪ꎬ是中正所为之道ꎬ可以通行万世ꎬ使天下得尽所以为节制之义

也ꎮ”(同上)
３. 胡瑗易学思想与庆历新政

ａ. “剥”卦———胡瑗论民本思想与变革理论ꎮ 胡瑗在对“剥”卦的解释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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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强调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要求变革的忧患意识ꎬ民本思想一向是儒家传统所

倡导的ꎬ他指出:
“盖国以民为本ꎬ本既不立ꎬ则国何由而治哉? 夫民者ꎬ君所赖为本也ꎬ

在«书»曰:民惟邦本ꎬ本固邦宁ꎮ” 〔１９〕

接着开始评议时政:
“今小人在上ꎬ肆其奸恶ꎬ夺民之财ꎬ困民之力ꎬ使之舍安而就危ꎬ去存

而即亡ꎬ怨气交而上下不通ꎬ是其本已弱矣ꎮ”(同上)
由此可见胡瑗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弊病有着多么深刻的忧患意识ꎬ有忧

患就会寻求解决之途ꎬ精研易理的他自然深刻明白“穷则变ꎬ变则通ꎬ通则久”的
道理ꎬ虽然胡瑗没有直接卷入当时庆历新政的政治核心ꎬ但作为范仲淹在学术和

政治上的知交ꎬ他一直在经术理论和教育方面为改革提供理论上和舆论上的依

据ꎬ下面一点要论述的“损”、“益”之道也是胡瑗的一种政治改革理论ꎮ
ｂ. “损”卦与“益”卦———胡瑗论损益之道ꎮ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附录有

一条转录陈右司云:“胡先生在迩英ꎬ专以损上益下ꎬ损下益上为说”ꎮ〔２０〕 可见胡

氏在迩英殿为宋仁宗讲«易»时ꎬ经常很有针对性地论述“损”与“益”的辩证关

系ꎬ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论述这一学说的ꎮ
“损”卦:“大凡居上者ꎬ不可常损下以益己ꎮ” 〔２１〕

“益”卦:“凡物之理ꎬ盛极必衰ꎬ损久必益ꎮ 益者ꎬ损上以益下ꎬ损君以益民ꎬ
明圣人之志ꎬ在于民也ꎮ 然损下益上ꎬ则谓之损者ꎬ盖既损民之财ꎬ又损君之

德也ꎮ 损上益下ꎬ则谓之益者ꎬ盖既益民之财ꎬ又益君之德也ꎮ”(同上)
这种理论绝对不是空洞说教ꎬ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

和现实意义ꎮ 联系北宋初期就开始表现出来的国内积贫积弱ꎬ对辽、西夏用兵又

屡战屡败ꎬ不得不纳币求和的双重弊病ꎬ我们就会发现ꎬ胡瑗这种“损益之道”的
理论实际上在规劝仁宗皇帝励精图治ꎬ通过变革来解决社会矛盾ꎬ以达到长治久

安ꎮ 这可以说是在学术上对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遥相呼应ꎮ

三、胡瑗与宋学学风的转变

胡瑗等宋初三先生所活跃的庆历年间是宋代学术的第一个高潮ꎬ漆侠先生

认为:“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前后)为宋学的形成阶段ꎬ其代表人物为宋初三先

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和李觏、欧阳修ꎬ而以范仲淹为核心人物ꎮ” 〔２２〕 在这个百废

待兴的历史时期ꎬ一股富有理性主义和批判色彩的儒学新风开始荡涤陈说ꎬ为儒

家经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ꎮ 个人认为ꎬ这股革命性的新学风可以概括为三大

思潮:疑古、义理和变革ꎮ 三种思潮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ꎬ在庆历年间可谓是

风靡一时ꎬ为此后宋学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扫清了障碍ꎮ
首先阐述北宋庆历年间的疑古思潮ꎮ 儒家经典由于年代久远ꎬ又经历了焚

书坑儒之祸ꎬ早已真伪混杂ꎬ汉朝即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ꎮ 宋代对于儒家

经典最旗帜鲜明地加以怀疑的ꎬ当数欧阳修ꎬ他在«易童子问»一书中对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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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首的«周易»进行了大胆的怀疑ꎬ认为“何止«文言»ꎬ«系辞»而下ꎬ皆非圣

人所作ꎮ” 〔２３〕«周易»作为卜筮之书ꎬ是儒家经典中唯一幸免于秦火的ꎬ又是儒家

“五经”之首ꎬ«周易»尚且如此ꎬ更何况经历秦火之灾洗礼的其他儒经呢? 欧阳

修的怀疑未免有“疑古过勇”的偏颇ꎬ但宋人这种疑古的思潮ꎬ实际上是当时儒

家知识分子们对于汉代章句之学不满而表现的一种较为极端的形式ꎬ也体现了

宋儒在学术上超唐越汉ꎬ直追三代的勇气和革新精神ꎮ 何炳松先生在«浙东学

派溯源»一书中也对此表示了肯定:“此地有一点却值得我们注意:他们好像已

经是离开了经今古文的门户ꎬ各自用一番独立研究的工夫ꎮ 宋学所以能够在我

国的学术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ꎬ而且所以能够在比较的短期间产生出这样

伟大的效果ꎬ这种前无古人另起炉灶的决心恐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ꎮ” 〔２４〕

如前所述ꎬ胡瑗等宋初三先生所活跃的历史舞台ꎬ正是宋代儒学发展的第一

个飞跃时期ꎬ儒家处在内忧外患的交攻之下ꎬ这些有识之士们在学术上表现出了

越汉唐追三代的勇气ꎬ以重续道统ꎬ“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ꎮ 他们的治学方法ꎬ
已经开始摒弃汉唐儒士严守家法、溺于章句注疏的路子ꎬ而以一种富有理性主义

色彩的方式来解读、诠释儒家经典ꎬ寻求内圣外王之道ꎮ 宋代学术从一开始就表

现出来的理性主义的高扬ꎬ决定了宋儒在经学和哲学上的高起点ꎬ这种理性的精

神首先表现为对前人学问的怀疑和批判ꎬ进而对于儒家经典本身进行部分的怀

疑ꎮ 对前人学术不满ꎬ并且由此产生超越前人ꎬ不再拘泥于前人藩篱的勇气ꎬ这
必然会产生怀疑ꎬ怀疑是批判的前提ꎬ在批判的基础上重建ꎬ这种由怀疑引发批

判再到重建的过程ꎬ是宋儒对自我理性精神的肯定ꎬ理性高涨ꎬ以胡瑗等人为代

表的宋儒致力于探究圣人的“微言大义”ꎬ重义理而略章句的新学风由此兴起ꎮ
这种新学风本于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圣人的境界可以学而至之ꎮ 胡瑗在

«论语说»中ꎬ对子贡言“夫子不可及”之论大加驳斥ꎬ认为:“子贡之言ꎬ甚而之言

也ꎬ孔子固学于人而后为孔子ꎮ” 〔２５〕黄宗羲对此评价说:“子贡辟毁孔子者ꎬ故极

言之ꎬ安定恐后学待孔子太高而自绝于不可学ꎬ故又为之说如此ꎮ” 〔２６〕 可见以胡

瑗为代表的宋初儒士已经初步形成了“圣贤气象”可以学而至之的坚定信念ꎬ这
也更能体现出宋人在治学上对于“内圣”的自家功夫方面的追求ꎮ

据«宋史»载:胡瑗在太学ꎬ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试诸生ꎬ时程颐游于太

学ꎬ以“学以至圣人之道”为文作答ꎬ阐发“圣人可学而至之”的道理ꎮ 胡瑗得其

文ꎬ大惊异之ꎬ即延见ꎬ处以学职ꎮ〔２７〕胡瑗用这个题目来考试学生ꎬ其中本身就包

含着他对“颜子之学”的推崇ꎬ把它作为章句之学的对立面而加以倡导ꎬ程颐在

文章中明确地阐明了对“学作圣人”的追求ꎬ大合胡瑗意旨ꎬ故胡氏“处以学职ꎬ
知契独深”ꎮ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胡瑗所代表的宋初儒士的这种“圣人可学而至

之”的追求与前代知识分子作相关比较ꎬ据«世说新语伤逝»:王(戎)曰:“圣
人忘情ꎻ最下不及情ꎻ情之所钟ꎬ正在我辈ꎮ” 〔２８〕王戎的寥寥数语颇能反映晋人追

求和注重个人洒脱与旷达的心态ꎬ所谓“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ꎬ他们并

不否认“忘情”的圣人是道德上的至善ꎬ但对自身则更重视“真性情”ꎬ而就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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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态度而言ꎬ大致认为一个“情之所钟”的平凡人ꎬ是不可能学而至圣人之境

的ꎮ 相形之下ꎬ胡瑗等宋代知识分子的态度较为高迈和积极ꎮ 正是这种积极理

性的态度ꎬ成就了庆历年间宋学在学风上实现重大的转变ꎮ
宋儒的坐而论道绝不是纯粹的学术上的目的ꎬ正如何俊教授所言:“宋儒的

目的是要为个人与社会建立一个良性秩序”ꎮ〔２９〕 学而优则仕和经世致用历来是

儒家的根本精神ꎬ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是强烈的ꎬ具体到北宋庆历年间ꎬ当时

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和对外的软弱无力开始显露端倪ꎬ一方面ꎬ社会的内忧

外患对学风的转变起到了客观的促进作用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普遍抱负体

现他们自我肯定的意识ꎬ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对儒经的诠释开始体现“我注六经”
的精神ꎬ“我”的凸显尤其明显的表现为由“内圣”为途径而致“外王”ꎬ以学做圣

人作为心系天下的有效手段ꎮ 而另一方面ꎬ经学、哲学上的突破与变革为社会政

治上的改革做好了理论的准备ꎬ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也由此而登上历史的舞台ꎮ
虽然出于各种原因ꎬ庆历新政夭折了ꎬ但其“慎选举ꎬ敦教育”的思想因胡瑗

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延续ꎬ而之前的所谓疑古、义理、变革等思潮在经历了庆历年

间兴办学校以及革新政令的运动以后ꎬ已经在宋儒的学术中发扬光大ꎬ可以说ꎬ
经过以胡瑗为代表的宋初儒士的努力ꎬ儒学学风的转变最终在庆历年间较为圆

满地完成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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